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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工作搜寻 

——基于长三角四市的调查分析 

黄昊舒，何军
*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5) 

【摘 要】在移动互联网不断发展的今天，新媒体通过改变农民工的社交范围和获取信息的途径影响其城市融入

进程。本文利用长三角 4市的 686 份农民工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新媒体使用对农民工工作搜寻时间

的影响及其在不同群体上的差异表现。结果显示，新媒体会通过社会资本和信息两种渠道改变农民工的工作搜寻天

数。同时，新媒体对工作搜寻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和性别差异。新媒体使用的影响更加突出地表现在新生

代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身上，显著缩短了其工作搜寻时间。政府应当充分利用新媒体加强就业市场信

息发布，提升农民工的新媒介素养①，加快其城市融入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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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乡间人口流动的不断加快，农民工的城市融人进程也在进一步加深。特别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人数的不断增多，使

得这部分人群的城市融人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 5.94 亿。智能手机的上

网使用率高达 88.9%，已经占据上网的主导地位［1］。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联结网络的首选设备，越来越多的人群开始借助

各类应用平台获取信息和结识朋友，以此来扩大自己的信息和社交范围，其中20〜29岁的年轻人成为社交网民的主要构成群体。

有研究认为，借助新媒体②1人们不仅可以直接获取信息和社交机会，同时也可以从不断扩大的社会关系中获益［2］。因此，探

讨新媒体使用在农民工城市融人进程中可能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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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媒介素养是指在社交网络革命、互联网革命和移动革命的背景下，个人为了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和社会关系变化，构

建更大、更好的社交网络所应该掌握的新能力。 

② 本研究中新媒体是指下载于移动智能手机中一系列社交和信息搜索应用。 

 



 

2 

在农民工的城市融人进程中，工作搜寻是劳动者首要的经济行为，是提高农民工就业率的关键［3］。在传统的劳动力市场

中，农民工呈现出来的弱谈判能力、弱对话能力以及弱交易能力等归根结底都是其背后的弱信息能力所导致的［4］。同时由于

受文化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使得农民工自身搜寻工作信息能力较弱，大多数农民工仍旧依靠自己和以“血缘、地缘、人缘”为主

的强关系社会资本搜寻工作。这就使得获取就业的途径只能通过非正式信息渠道，所依赖的社会关系也多存在于亲戚和同乡之

间。但已有研究证实，人际关系网络的规模和质量对于劳动力工作搜寻来说是其主要的影响因素［5］，并且提升拥有异质性程

度更高的社会网络范围也可以降低个人搜寻工作的成本，提升获得工作的概率［6］。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农民工的工

作搜寻方式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然而，现有研究中有关新媒体如何通过改变农民工社会资本，进而对其工作搜寻产生影响的

文献还很少见。 

那么，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新媒体使用是否会通过社会资本和信息两种渠道对农民工工作搜寻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否

会突出地表现在新生代特别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身上？本文利用长三角 4 市的 686 份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方法探究

新媒体使用对农民工工作搜寻时间的影响，同时，基于代际和性别差异的视角考察新媒体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并据此寻求政府信息化公共服务的相关政策启示。 

二、分析框架与硏究假说 

国外研究已证实城乡居民借助于新媒体的使用使得他们有了对工作更具体的认识，从而获得了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高的收

人水平［7］。对于农民工来说，随着在城市工作时间和生活经历的不断增加，在工作搜寻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利用

网络或新媒体获取城市积累的社会资源，这些资源改变了农民工的工作搜寻方式，也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试图借助网络形成

的弱关系社会资本寻找工作。已有研究发现，求职者人际关系网络规模和构成与求职概率之间的关系表现在求职者的社会关系

网络越大，其获得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8］。新媒体不仅成为农民工的新型交流工具，同时也是其维持已形成社会关系网的工

具［9］。更有研究指出工作搜寻时间并不是随着社会资本数量的不断增多而线性增长，而是会呈现先增长后降低的趋势［10］。

由此，提出了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说： 

假说 1:新媒体会通过社会资本起作用影响农民工的工作搜寻时间且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 

在搜寻工作的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内部不同组别之间在新媒体的使用频率和内容上存在差异。从代际比较来看，新媒体所

带来的即时通信功能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的信息交流方式［11］。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对新媒体使用的更大倾向，

使得其社交范围不断扩大，提升了自己社交圈的异质性水平，间接扩大了其信息获取渠道，缩短了其工作搜寻时间。 

从性别比较来看，由于在传统社会中家庭分工的不同，女性天然地在社会资本的积累上处于劣势，而新媒体的出现在一定

程度上恰好弥补了这一劣势，拓展了女性积累社会资本的网络途径，从而缩小与男性农民工在积累社会资本上的差距；同时，

新老两代女性农民工在新媒体的接受度和使用上也存在差异，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对于新媒体更多的使用，使得其获得新媒体带

来的更大好处。由此，提出了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说： 

假说 2:新媒体使用对工作搜寻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新生代，特别是女性农民工的身上。 

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尚不完善，大量的劳动力供给需求信息仍处于非制度化或半制度化阶段，缺乏公开性和易得性。

二元分割下的劳动力市场压缩了农民工的就业选择空间，闭塞的工作搜寻渠道加剧了农民工群体之间的竞争，从而导致了农民

工频繁更换工作的现状［12］。市场信息的不完备性以及农民工获取信息方面的劣势，使得农民工一直处于信息弱势地位。闭

塞的工作搜寻渠道以及非正规渠道的信息获取渠道都成为阻碍农民工顺利就业的重要因素，也是其是否能够更好地快速进人一

个行业的重要影响因素［13］。在调研中发现新媒体作为新型的信息传播载体，不仅可以帮助农民工直接从网络获取信息，同

时还可以帮助其从更多的人际关系获取更详细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了解用工单位的具体需求，减少自身以“试错”为方式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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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流动性，缩短搜寻工作的时间。由此，提出了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假说： 

假说 3:新媒体使用会通过扩大信息获取渠道改变农民工工作搜寻方式，降低其工作搜寻的时间。 

三、硏究数据与变量选择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研究数据来自于课题组于 2016 年 7—8月在江苏省江阴市和南京市、安徽省滁州市以及上海市等地的问卷调查。

江苏省江阴市和南京市的样本代表了制造业相对发达以及农民工异地转移地区；安徽省滁州市的样本代表了农民工选取以就近

方式进行劳动力转移的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上海市的样本代表了从事服务业农民工群体较为集中的地区。本次调查共发放

问卷 800 份，其中有效问卷 686 份，问卷有效率为 86%。 

（二） 样本情况描述 

1. 农民工基本情况。老一代农民工当中以已婚者为主，而新生代农民工中未婚的比例较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

有了显著提高；从居住条件上来看，在租房和单位提供住房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都有较大的改善；从工资收人水平上来看，各地

的工资水平也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和代际差异，总的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要普遍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2. 农民工新媒体使用情况。在使用时间、月花费、APP 种类及数量上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都表现出

更多的使用趋势。与老一代女性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更倾向于使用新媒体获取各种信息，同时对社交媒体使用率更

高，在使用时间上也超过了老一代女性农民工；在获取信息途径上，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更倾向于利用新媒体获取信息；从 APP

使用内容上来看，女性农民工在社交类 APP 应用上表现出更多的使用频次，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调研地农民工新媒体使用情况 

组别 分类 
新生代农民工（％） 老一代农民丁（％） 

男性农民工 女性农民工 男性农民工 女性农民工 

周使用时间 10 小时以下 39.7 38.1 42.9 50.3 

 10-20 小时 30.4 32.0 25.7 22.7 

 20-30 小时 16.3 21.5 17.1 17.7 

 30 小时以上 13.6 8.3 14.3 9.4 

月花费 100 元以下 75.5 81.8 80.7 84.5 

 100～200 元 20.1 16.6 17.9 13.8 

 200 元以上 4.3 1.7 1.4 1.7 

APP 种类 新闻资讯类 45.7 32.0 24.3 19.9 

 社交类 23.9 42.0 37.1 26.0 

 娱乐类 16.8 13.8 22.9 24.3 

 购物类 8.2 6.6 8.6 8.3 

 服务工具类 5.4 5.6 7.1 21.5 

 样本数（人） 184 181 140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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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民工工作搜寻时间情况。表 2 显示，从整体上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搜寻时间要短于老一代农民工；老一代女性农民

工的工作搜寻时间要长于男性农民工，特别是工作搜寻时间在 5 天之内的人群比例要低于男性农民工 1.1 个百分点。虽然新生

代女性农民工的工作搜寻时间依然在整体上长于新生代男性农民工，但与老一代女性农民工相比其工作搜寻时间还是得到了一

定程度的改善，这表现在工作搜寻时间为 10 天的时间段内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比例在上升。 

表 2农民工各群体间工作搜寻时间差异比较 

时间（天数） 

新生代农民工（％） 老一代农民工（％） 

总体 男性 女性 总体 男性 女性 

1～5 32.7 32.2 33.3 29.1 29.6 28.5 

6～10 27.8 27.8 27.9 15.6 19.9 11.2 

12～20 15.0 15.3 14.7 15.9 15.6 16.1 

25～30 13.1 12.5 13.6 21.3 19.5 23.0 

35 以上 11.4 12.2 10.5 18.3 15.4 21.2 

（三）变量选取 

根据本文所要定量分析的内容，表 3和表 4分别显示了需要考察的主要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将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和 APP

种类的下载数量作为新媒体使用的代理变量，其中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代表了新媒体使用的深度，而 APP 种类的下载数量则代表

了新媒体使用的广度。所有需要考察的主要统计指标均按照年龄和性别对农民工分组，并进行差异性检验： 

表 3 分年龄描述性统计变量 

变量名称 
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工作搜寻时间——被解释变量 8.62 12.17 7.68 11.16 

个体特征     

年龄 41.27 6.59 24.9 3.62 

性别 0.56 0.50 0.49 0.49 

婚姻状况 0.98 0.12 0.56 0.49 

家庭规模（人） 4.31 1.35 4.48 1.29 

受教育年限 8.26 2.50 10.16 2.49 

务工城市（1=滁州；2=江阴；3=南京;4=上海） 3.22 1.09 2.56 1.10 

新媒体使用变量——解释变量     

APP 种类数量（使用广度） 2.62 1.31 3.94 1.08 

每天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使用深度） 0.53 0.45 1.72 1.58 

样本数（人） 321 365 

表 4 分性别描述性统计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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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男性农民工 女性农民工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工作搜寻天数——被解释变量 7.33 9.32 6.77 8.69 

个体特征     

年龄 32.28 9.84 32.87 9.52 

婚姻状况 0.71 0.45 0.80 0.40 

家庭规模（人） 4.40 1.38 4.40 1.28 

受教育年限 9.73 2.58 8.87 2.68 

务工城市（1=滁州；2=江阴；3=南京；4=上海） 2.87 1.17 2.88 1.13 

新媒体使用变量——解释变量     

APP 种类数量（使用广度） 3.90 1.11 3.69 1.27 

每天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使用深度） 1.57 1.44 1.67 1.57 

样本数（人） 324 362 

四、实证方法与结果分析 

（一） 实证方法的选择 

基于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本文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新媒体使用对于农民工工作搜寻时间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Y表示农民工的工作搜寻天数（因变量），X1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农民工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状

况、受教育程度等），在流人地的家庭特征（家庭规模），务工城市（控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X2为一组代表新媒体使

用特征的变量，主要包括每天使用社交媒体时间、使用时间的平方项以及下载 APP 应用的种类数量及平方项；其中α为新媒体

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通过系数的符号和数值来判断对于工作搜寻天数的影响方向和大小。 

（二） 结果分析 

本文将构建新媒体使用对工作搜寻时间影响的模型。第一步先整体估计，观察新媒体使用在整体上对农民工工作搜寻时间

存在的影响；第二步分年龄和性别进行二次估计，进一步观察在考虑到群体异质性后，新媒体使用对于新老两代农民工，以及

男女性农民工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第三步同时控制样本组的年龄和性别进行估计，分析新媒体使用所产生的影响是否在新生

代女性农民工身上更为显著。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回归结果具体如表 5 所示： 

表 5新媒体对农民工工作搜寻时间影响的代际差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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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模型一 

整体回归 

模型二 

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 

社交媒体使用时间 1.214* 0.540 1.845* 

 (0.27) (0.82) (0.14) 

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平方项 -0.155** -0.085 -0.214** 

 (0.06) (0.29) (0.71) 

APP 种类数量 -0.074* -0.363 -0.469* 

 (0.77) (0.19) (0.37) 

APP 种类数量的平方项 0.211 0.120 1.581* 

 (0.59) (0.40) (0.44) 

年龄 -0.211 1.309 0.223 

 (0.59) (0.81) (0.23) 

年龄的平方项 0.005 -0.017 0.003 

 (0.05) (0.51) (0.25) 

性别 0.153 -1.098 2.291* 

 (0.23) (0.28) (0.07) 

婚姻状况 -2.267 -3.317** -3.510 

 (0.91) (0.61) (0.80) 

受教育年限 0.554** 0.542 -0.107 

 (0.38) (0.63) (0.42) 

家庭规模 0.117 0.470* 0.602* 

 (0.52) (0.38) (0.19) 

常数项 -2.327 -25.67 -19.47 

 (0.40) (0.36) (0.90) 

是否控制了地区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R2 0.0692 0.1071 0.1075 

F 值 0.0000 0.0000 0.0000 

样本数 686 321 365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里是标准误。 

从整体回归的结果中可以看出，总体上来说新媒体使用对于农民工工作搜寻时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来说，社交媒体

每天的使用小时数对农民工整体的工作搜寻时间产生影响，一次项系数为 1.214 且方向为正，二次项系数为 0.155 且方向为负，

这说明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在整体上对农民工的工作搜寻天数呈现出倒 U 型的影响趋势，新媒体使用时间在达到一定时间和数

量之后就会对农民工的工作搜寻天数产生负向的影响，即减少了农民工的工作搜寻时间。 

从表 5 中还可以看出，与老一代相比新媒体使用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表现出了更为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交媒体使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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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项为正且系数为1.845,二次项为负系数为0.214,这表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对于其工作搜寻时间的影

响不是单纯的线性影响，而是先正向影响再负向影响的过程，呈现类似倒 U 型曲线的影响关系。即在最一开始社交媒体的使用

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对工作搜寻时间产生正向的影响，这是因为农民工需要不断地从不同的好友处获取信息以及社会关系，这可

能会延长农民工最初的搜寻时间。但是当社交媒体使用时间达到临界值并开始逐渐减少时，就会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开始

对工作搜寻时间产生负向的显著影响，即会缩短农民工的工作搜寻时间。 

而另一个代理变量 APP 下载种类数量在整体回归上仅有一次项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为 0.074 且方向为负，这说明

随着 APP 下载种类的增多，农民工会从各类新闻资讯 APP 中获取更多的信息，从而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搜寻时间。当按照年龄将

农民工群体分成新老两代时则会发现，新媒体使用的代理变量在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组群身上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于 APP 下

载种类数量来说，它与农民工工作搜寻时间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 U 型曲线的关系。这说明从整体上来看虽然 APP 下载的数量可

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民工个人使用 APP 内容的丰富性，但是数量的多少并不能完全代表在使用内容上的针对性，也就是说有

些农民工虽然手机中下载了不少应用，但是超出了一定的范围之后那些与找工作无关的应用便会增多，这些 APP 的使用并不必

然带来工作搜寻天数的减少，反而会挤占农民工真正用来搜寻工作信息的时间，对工作搜寻时间的缩短起到了反向作用。 

同样，随着女性农民工数量的增加以及女性农民工在获取信息和社会资源上的天然劣势，新媒体使用对男女性农民工的工

作搜寻天数也会有不同的影响。因此在第三步回归中将按照性别对农民工整体进行划分，考察新媒体使用对不同性别的农民工

群体在工作搜寻时间上的影响是否也存在差异。 

从表 6 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对于女性农民工来说社交媒体使用时间一次项与二次项都在回归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

说明对于女性农民工来说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越长其工作搜寻的时间越短。可能的原因是在传统社会中女性在获取社会资本上

具有天然的劣势，而新媒体的出现弥补了女性农民工在获取社会资源上的劣势，为女性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平获取社会资

源的平台。借助新媒体女性农民工不仅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搭起了桥梁，同时还可以帮助其在城市中通过与

周围的好友和同事互加微信建立新的弱关系社会资本。 

同样，APP 下载种类数量的二次项也在对女性农民工的回归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对于女性农民工来说，APP 种类下

载数量越多越不利于女性农民工缩短搜寻工作天数。可能的原因是女性农民工为了寻找工作而下载不同种类 APP 应用时，为了

寻找到更好的工作往往希望借助更多不同种类的 APP 应用软件来搜索信息，虽然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信息的搜寻范围，但

是却延长了 APP 的实际使用时间以及搜寻工作的时间。 

表 6 新媒体使用对工作搜寻影响的性别差异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三 

男性农民工 女性农民工 

社交媒体使用时间 1.203 1.237** 

 (0.60) (0.53) 

社交媒体使用时间的平方项 -0.188* -0.148* 

 (0.27) (0.11) 

APP 种类数量 -0.948* -0.152 

 (0.31) (0.44) 

APP 种类数量的平方项 0.417 0.147
*
 

 (0.22) (0.24) 

年龄 -0.687 0.240 

 (0.39)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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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的平方项 0.011 -0.001 

 (0.59) (0.02) 

婚姻状况 -0.478 -0.438** 

 (0.29) (0.75) 

家庭规模 0.267 -0.039 

 (0.79) (0.12) 

受教育年限 0.750** 0.402 

 (0.17) (0.69) 

常数项 0.238 -5.266 

 (0.03) ’(0.70) 

是否控制地区虚拟变量 是 是 

R2 0.0956 0.0682 

F 值 0.0000 0.0000 

样本数 324 362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里为标准误。 

为了更好地考察纵向代际之间的性别差异，更进一步地同时对性别和年龄进行分组回归，具体结果如表 7 所示。从表 7 中

以看出，考虑到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农民工群体，新媒体使用的影响则突出表现在新生代特别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身上，具

体来说： 

社交媒体使用时间（新媒体使用深度）。社交媒体使用时间的一次项系数为 1.776,且一次项符号为正，二次项系数为 0.201

且符号为负，这说明社交媒体使用时间这一解释变量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工作搜寻时间有明显的倒 U 型曲线的影响关系。同

样在回归中也可以看到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在其他组人群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虽然

老一代农民工主要依靠亲戚和同乡寻找工作，但是大多是通过线下的面对面接触，特别是由于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低使

得他们在使用社交媒体时会受到限制，无法像新生代农民工那样熟练地操作并使用社交媒体，因此新媒体的使用并没有在老一

代农民工身上表现出显著的影响，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的工作搜寻天数的减少并没有带来显著的负向效应。 

APP 下载种类数量（新媒体使用广度）。APP 下载种类数量也在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回归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一次项系数

为 0.770 且方向为负。这说明随着 APP 下载种类数量的不断增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会受到新媒体使用的显著影响。而对于老

一代农民工群体来说 APP 下载种类的数量并未显著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搜寻天数。可能的原因是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利用新媒

体来寻找工作的还属少数，虽然老一代农民工也会使用新媒体，但是通过新媒体来搜寻工作的人却不多，大多数的老一代农民

工还是更愿意通过亲戚或老乡的介绍来获取招工信息，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 

表 7新媒体对工作搜寻天数影响的代际性别差异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四 

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社交媒体使用时间 0.857 1.344 0.089 1.776
*
 

 (0.96) (0.03) (0.06) (2.24) 

社交媒体使用时间的平方项 -0.115 -0.144 -0.016* -0.201" 



 

9 

 (0.39) (0.24) (0.07) (0.05) 

APP 种类数量 -1.053 -1.067 -0.211* -0.770** 

 (0.40) (0.36) (2.09) (0.98) 

APP 种类数量的平方项 0.292 0.191 0.561 0.208 

 (0.71) (0.40) (1.16) (0.39) 

年龄 0.640 1.882* 3.762 -2.945* 

 (0.31) (0.11) (0.50) (2.39) 

年龄的平方项 -0.006 -0.016 -0.063 0.039** 

 (0.13) (0.46) (0.24) (2.69) 

婚姻状况 -0.774* -0.26* -2.074 3.002 

 (0.98) (0.80) (0.16) (1.53) 

受教育年限 0.018 0.763* 0.828** 0.129 

 (0.07) (0.99) (0.93) (0.33) 

家庭规模 0.013** -0.088 0.934 -0.102 

 (0.03) (0.16) (0.71) (0.44) 

常数项 -4.940 -37.43 -68.51* 47.15 

 (0.21) (0.67) (2.22) (1.70) 

是否控制地区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调整的 R2 0.1818 0.1479 0.1972 0.1792 

F 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样本数 140 181 184 181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里为标准误。 

（三）有关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在本研究的探讨中，行动者在使用新媒体带来的社会关系时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在现有文献中也认为社会网络和社会

资本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回报可能存在虚假的因果关系［14］。但也有学者认为 Mouw 所提出的“拥有更好的社会关系的行动者更

加倾向于使用关系”这一选择过程，并非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运作之中唯一导致内生性的选择。在求职等行动中，行动者选择

使用或者不使用社会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选择函数不但与行动者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质量和数量有关，还会受到与其

运作相关联的宏观环境的影响［15］，但并不会因为内生性的影响而使得二者之间存在虚假的因果联系。 

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选择调研对象时，选取了 4 个调研地中男女比例相当且同质的工厂进行调查取样，这

样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不同的工种所造成的新媒体使用差异。同时，在回归中将地区差异可能造成的社会资本原始差异也

加人到控制变量中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降低了本研究内生性的严重程度。为了使得本研究的结论更为严谨，本文采用倾向

性评分匹配方法（PSM）来解决新媒体使用对于找工作影响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列举了匹配前和匹配后的系数对比以及

标准化偏差值，具体情况如表 8所示： 

表 8新媒体使用对工作搜寻影响的 PSM 回归结果分析 



 

10 

变量名称 

匹配前(U) Mean 标准化偏差 T 检验 

匹配后(M) 
Treated 

Control 
%bias t p＞t 

微信聊天群数量(wxqnumbers) 

U 
1.6238 

7.8 1.37 0.054 
1.3642 

M 
1.6238 

6.5 0.38 0.027 
1.4598 

是否使用微信好友(dum) 

U 
1.7193 

11.2 2.50 0.013 
1.4089 

M 
1.7193 

9.9 1.95 0.052 
1.5458 

好友提供的具体帮助 2(help2) 

U 
5.4243 

3.5 1.54 0.125 
3.7765 

M 
5.4243 

4.3 2.48 0.013 
3.6679 

好友提供的具体帮助 3(help3) 

U 
3.7585 

-9.0 -1.11 0.265 
3.8692 

M 
3.7585 

1.0 0.17 0.067 
3.7458 

是否拥有更多的信息量(information) 

U 
15.487 

-4.1 -1.74 0.082 
16.607 

M 
15.487 

1.5 0.25 0.101 
15.364 

从表 8中的匹配结果可以看出，大多数代表新媒体使用核心解释变量的标准化偏差都小于 10%，只有是否使用微信好友的偏

差为 11.2%，并且大多数 t 检验的结果不拒绝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对比匹配前（U）的结果，大多数变量的标

准化偏差均大幅缩小。这说明虽然之前的实证回归中存在高估系数的可能性，但是新媒体使用的代理变量还是与农民工的劳动

力市场行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显著影响关系，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通过上述整体回归和分组回归发现，对于工作搜寻时间来说新媒体使用会通过改变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和信息两种路径来对

其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不同的群体表现出不同的影响结果。当考虑到农民工内部的异质性群体差异之后，新媒体在新生

代特别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表现出了对其工作搜寻时间的显著正向影响。 

本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是：一是进一步发挥政府部门职能，加强招工用工信息基础平台建设，利用新媒体的力量有针对性

地进行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发布，保障农民工群体信息传播渠道的通畅；二是不断降低智能手机的上网费用，开展手机使用培训

班，促进农民工新媒介素养的提升，引导农民工正确利用新媒体积极进行劳动与社会参与，不断加快农民工的城市融人进程；

三是应当重视在新老两代农民工以及男女性农民工之间的群体特性，针对两代农民工之间新媒体使用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有针

对性地利用新媒体加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职业培训，降低职业流动率，减少摩擦性失业，促进其更好地参与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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